
新四军和浙江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 范人杰

——浙江安吉孝丰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孝丰革命烈士纪念碑坐落于浙

江省安吉县孝丰革命烈士陵园内。

为纪念在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中英

勇牺牲的新四军烈士，在当年战役

的主战场建起了纪念碑。纪念碑高

12 米，碑体正面镌刻着原国防部长

张爱萍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

朽”。碑体后有一副碑，副碑上刻有

碑文如下：

一九四五年二月至六月，以粟

裕为司令员的新四军苏浙军区，在

执行党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东南地

区，向浙西敌后挺进的战略方针

中，取得了孝丰三次反顽自卫战役

的辉煌胜利。

这年二月，面对国民党顽固派

军队的疯狂进攻，我军奋起抗击，

与顽军激战于上堡、孝丰隘口塔山

岭、大阳山一线，历时五天五夜歼

敌一千七百余人，解放了孝丰。尔

后顽军不甘失败，纠合十二个团的

兵力向我孝丰地区大毛山、坝山、

青明山等阵地反扑，我军坚守阵

地，以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顽强

战斗了七天七夜，击退顽军，歼敌

一千七百多人，迅速进占了东、西

天目山区。这年夏，顽军七万五千

余人向我孝丰地区卷土重来，我军

以寡敌众战胜饥饿和疲劳，迂回穿

插连续作战半个月，歼敌六千八百

余人。这三次反顽战役，粉碎了国

民党顽固派第三战区近十五个师四

十五个团的猖狂进犯，开辟了浙西

抗日根据地，巩固发展了浙东南抗

日根据地，完成了党中央发展东南

的战略任务，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

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新四军和浙

江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纪念在孝丰三次反顽自卫战

役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弘扬铁军精

神，激励后人，今特刻此铭，以永

志不忘。

烈士精神，万古长存！

安吉县人民政府

二〇一五年八月立

碑文高度凝练了天目山三次反

顽战役的主要过程和辉煌战绩，读

后令人肃然起敬，77 年前的那段激

情燃烧的峥嵘岁月仿佛又浮现在

眼前。

奋起反击敌顽聚歼阴谋

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是 1945 年

上半年，新四军苏浙军区在以孝丰

为中心的天目山区对国民党顽固派

被迫发起的三次自卫反击作战，亦

称“孝丰战役”。

在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后，

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做出了

“新四军分批派部队过长江，逐步向

苏南、皖南和浙江发展”的战略部

署。1945 年 1 月，新四军第一师主

力南下天目山区，并成立新四军苏

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

政委，着手整编南下部队，统一指

挥抗日斗争。正当苏浙军区厉兵秣

马，准备向日伪军发起战略反攻之

际，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第三

战区所属的苏浙皖挺进军集中 5 个

团兵力向新四军发起突然袭击，妄

图“再打一个茂林战役”。

经过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新

四军广大将士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反顽为了抗日，抗日必须反顽。面

对着顽固派军队的汹汹来犯，1945

年 2月至 6月，新四军苏浙军区在粟

裕的指挥下，以少胜多，三战三

捷，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聚歼苏浙

军区主力的阴谋，取得了天目山三

次反顽战役的光辉胜利。

新四军三次反顽战
役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1945 年 2 月 10 日，新四军苏浙

军区一纵队自长兴槐坎出发前往莫

干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同时三纵

队七支队经鄣吴进至景坞、上堡一

线。12 日，顽军 5 个团对新四军发

起突然袭击，企图“解决”三纵队

七支队。苏浙军区予以坚决还击，

并在占领孝丰县城后按照党中央指

示主动停止追击。

第一次反顽战役胜利后，顽固

派不甘失败，再度纠集 12 个团在第

二十八军军长陶柳的指挥下兵分 4

路卷土重来，形成了对孝丰的包

围。3 月 6 日至 8 日，苏浙军区一纵

队和三纵队以寡敌众，无惧牺牲，

牢牢守住了孝丰坝山、石鼓山、黄

泥冲等阵地。在黄泥冲战斗中，三

纵队七支队前卫三营八连三排副排

长季少青身负重伤，但置生死于度

外，冲入敌群，拉响手榴弹……在

这种大无畏精神的鼓舞下，新四军

发起反击，并乘胜占领了东、西天

目山和临安县城，取得了第二次反

顽战役的光辉胜利。

5 月 27 日，国民党军将领顾祝

同先后调集 14 个师 75000 余人再次

袭来，企图围歼新四军或将其驱逐

出天目山区。6 月，苏浙军区采取

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先佯

装撤出新登和临安，后又撤离东、

西天目山向孝丰集结，造成溃退假

象。顽军不明所以，骄横冒进，在

孝丰五峰山、大毛山、水口等地遭

新四军迎头痛击。第三次反顽战役

中，新四军大量歼敌，并迫使顽军

退出临安，准备放弃临安、新登一

线，我军终在浙西站稳了脚跟。

提前实现了游击战
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发生在抗

日战争后期的战略大反攻阶段。在

这个阶段，我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

的转变“已临到在实际工作上逐渐

地去准备实现的时机了”。而新四军

苏浙军区正是抓住了天目山三次反

顽战役这个时机推动了这种转变的

提前实现。

在三次反顽战役中，面对优势

敌人的分进合击，苏浙军区在粟裕

的正确指挥下，多次运用野战为

主、攻坚为辅等战术，在运动战中

将第三战区顾祝同的“精兵”集中

兵力各个击破，共歼敌 1 万余人，

并顺利实现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

战略转变。彼时党的七大正在延安

召开，天目山捷报传至七大会场

时，群情振奋，毛泽东一方面表扬

天目山战役打得不错，另一方面称

赞粟裕同志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

军队的大兵团作战。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

等闲。经过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的

浴火淬炼，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学

会了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部队

打运动战的本领，广大指战员进行

运动战的军事素养有了质的提高，

同时也为粟裕个人在解放战争时期

的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

役中指挥大兵团作战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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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为了真理而牺牲，我燃

烧不灭的心，会不朽地欢欣，永远

地安宁。爱我的人们哪！我早就献

给祖国，请不必恸哭和伤心。”这是

“北平五烈士”之一的赵良璋在《假

如我为了真理而牺牲》 一曲中写下

的誓言。作为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

重要干将，赵良璋将对祖国的热爱

化作悠扬的旋律传唱在大江南北，

将对理想的忠贞化作滚烫的热血挥

洒在华夏大地，谱写了一曲感人至

深的英雄赞歌。

天之骄子奏响爱国音符。1921

年，赵良璋出生于南京六合。1934

年，赵良璋考入南京市青年会中

学。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南京各校

积极响应开展游行示威，赵良璋也

随着莘莘学子走上街头。

1937 年 12 月，南京沦陷，南京

人民遭遇的大屠杀，赵良璋义愤填

膺。1938 年初，他开始流亡，到达

湖南长沙时，国民党新成立的空军

军士学校正在招飞行员。赵良璋认

为青年人必须捍卫自己的领空才能

阻止敌人的空中杀戮，于是毅然报

名参加。1938 年 5 月，赵良璋成为

空军军士学校的一员，前往成都开

始训练。1942 年 1 月，经过重重考

核，赵良璋顺利完成学业，进入国

民党空军第十一大队任飞行员，正

式成为一名有资格驾驶战机驰骋长

空、参与对日作战的天之骄子。

赵良璋除刻苦参与训练，还以

“野雪”为名，谱写了《故乡，我要

带着胜利飞回来》《逮住了敌人才开

枪》《空军节歌》等很多曲子，抒发

自己的救国之志。

赵良璋表现出来的进步思想很

快受到学校地下党员的注意。当

时，中共中央选派了薛介民、朱铁

华、毛履武等一批青年党员和进步

青年考入空军军士学校学习。这些

进步青年经常约赵良璋聚在一起讨

论国家大事，畅谈个人前途和理

想。后来，几位同学到美国受训，

赵良璋继续和他们通信，并约定回

国后一起去延安。

主动找党开启潜伏之路。国民

党空军待遇优厚，但看到国民党军

官的纸醉金迷和消极抗战，赵良璋

却内心苦闷，常常借音乐抒发感情。

1945 年，抗战胜利在即，国民

党又准备打内战。赵良璋下定决心

脱离国民党去延安，他曾对朋友

说：我是为了保卫祖国才当兵的，

不是为了打自己的同胞。可是国民

党假抗日、真反共，准备发动内

战。我情愿放弃这边飞行员的优厚

生活，到那边解放区艰苦环境中当

普通一兵，将来咱们自己建空军时

我再重新飞上蓝天，展翅轰炸反

动派！

6 月初，赵良璋以到重庆访问

朋友为名请了假，秘密来到八路军

驻重庆办事处。赵良璋的独特身份

引起办事处高度重视，军事组组长

薛子正对他说：“成都空军没有地下

党组织，你最好仍返成都，仍回空

军潜伏，为党工作。”为了向往的事

业，他接受了薛子正的意见。后来

谈到这段经历时，赵良璋说自己

“十分高兴、自豪，犹如经过了一番

猛闯、惊险的经历，见到了心目中

真正的亲人们的高兴”。

返回成都空军部队之前，赵良

璋用了两夜一天，凭着超强的记忆

力，把国民党空军的编制、机种，

乃至空军人员的素质、实力分布情

况等写成一份约达两万字的“国民

党空军概况”交给了党组织。由此

开始了他的潜伏之路。

利用身份之便传递情报。1946

年，国民党在北平成立空军第二军

区，赵良璋奉命调任司令部总务科

任交接参谋，主要收集有关空军的

情报。

当时，第二军区司令部的机密

情报、新编写的密码等，都由赵良

璋一手包办并亲自送往南京国民党

空军总部。有了这样的便利，许多

消息南京总部还没有收到，延安就

已经知晓。甚至连国民党军司令部

印制辖区兵力番号表、北平行辕作

战时用的辖区部署态势图，也在赵

良璋调任不久，放在了周恩来的

案头。

为了获取多方面情报，赵良璋

想了很多办法。空军第二军区司令

部的官太太喜欢打牌，赵良璋就苦

练打牌技术，陪这些官太太们打

牌，在无话不谈的牌桌上，得到了

不少情报。为迅速完成抄写任务，

他还利用其他工作人员休息、赌

博、跳舞的机会，苦练抄写速度。

赵良璋获取的情报不仅有国民

党空军的调动情况、部队番号、驻

地飞机种类及数量等等，还对空军

人员的内部思想动态也进行了分

析。这些情报帮助共产党了解了国

民党空军的基本动向和他们的特

点，为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战场上作

战的胜利提供了重要帮助。

1947 年 1 月，在北平工作期间

赵良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

后，中共情报人员在各地国民党空

军中扎根，搜集到了更多地区的空

军情报。

雨花英烈谱写忠诚赞歌。1947

年 9 月，北平京兆东公街 24 号院

内，中共北平秘密电台被国民党保

密局破获。国民党特务从床下一个

柳条箱里抄出了未及时销毁的大量

电报原始文稿，其中就有赵良璋传

递的情报。

随后，赵良璋等多位同志不幸

被捕，一个月后被押送南京。狱

中，他严守组织纪律，即便严刑拷

打，也未吐露党的秘密。为了掩护

同志，他甚至把别人的一些活动也

揽在自己身上。赵良璋的英勇举

动，确实掩护了几位空军战友，朱

铁华就因此被敌人判定只是“共产

党争取的对象，但尚未成功”，最后

得以释放。

在阴暗恐怖的牢房内，赵良璋

非常乐观，他还创作革命歌曲，教

同志们唱歌《囚徒之歌》：

火山终有熄灭日，

黎明之前必黑暗、黑暗、黑暗！

囚徒要解放，

时候一到起来反抗，

打破了牢笼奔他方。

1948 年 10 月 19 日，国民党以

“泄露军机”为名，将赵良璋与同一

事件被捕的谢士炎、丁行、朱建

国、石淳一起秘密杀害在南京雨花

台，牺牲在黎明到来之前。赵良璋

在就义前写给难友的绝笔信中写

道：“我是带着勇敢与信心就义的。

我虽倒了，但顽强的性格仍使我精

神永不灭亡。”

赵良璋:为真理而牺牲的天之骄子
□ 方东杰

党的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召开的最后的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

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其

重要的历史性贡献之一。在这一历史过程

中，被誉为“党的骆驼”的任弼时坚定维

护核心、捍卫核心，为七大的胜利召开、

制定和坚持党的正确政治路线作出了重要

贡献。

廓清共产国际对中国
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认识，推
动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
袖地位

1937 年 11 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回到延安，处处以

“国际路线”的代表自居，违背民主集中

制原则，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他还对

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确定的正确方针、政策

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批评，多次违反党的政

治纪律，擅自发表背离中央方针的演说。

王明的独断专行，严重影响了党中央

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鉴于此，中央决定

派一名政治上过硬、党性极强，同时又熟

悉中国抗战形势的同志去莫斯科，宣传和

介绍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争取共产国际

对中共中央正确路线的支持。1938 年 3

月，任弼时受命前往莫斯科，并担任中共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4月 14日，他

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并向主席团

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

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 的书面报告大纲，

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和坚持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政策。

任弼时还注意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

以生动翔实的事例积极向各国共产党代表

宣传中国形势和毛泽东的抗战思想。

经过任弼时等人的积极宣介、有效沟

通以及不懈努力，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作出 《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充

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路线。此后不久，共产国际领导人季

米特洛夫又向任弼时、王稼祥明确表示，

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

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后，向中央政治

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1938 年 9 月，

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

明的右倾错误，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

央政治局的路线，从政治上、组织上进一

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莫

斯科期间，任弼时以出色的才干和政治智

慧，圆满完成了出使共产国际的重要

使命。

筹备召开七大，从思想
和组织上强化毛泽东核心
领导地位、毛泽东思想的指
导地位

1940 年 3 月，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

安，此后出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在日常

工作中，他越来越感到党内一些不正确的

思想言论、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不合理的

机构设置，严重影响了党的抗战事业，削

弱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此，任弼时提

出建议并主持了中共中央的机构调整，建

立起一整套规范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

大大提升了中央机关的工作效率。他特别

强调党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无

条件服从党中央。1943 年 3 月，任弼时向

中央政治局作了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方案

的报告。随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

了 《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推举毛

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由毛泽

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对

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

权”。

1944 年 5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

定组织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

任弼时担任召集人。其间，他不仅做了大

量的组织工作，还亲自参与决议草案的撰

写与修改。六届七中全会开幕前后，任弼

时主持完成了决议草案的初稿。这一稿的

突出特点是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正确路线的作用。半年多的时间里，任弼

时带领起草组数易其稿。最终决议由毛泽

东亲自改定，并经过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

过，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

理论基础。

1945 年 4 月 23 日，党的七大在延安

杨家岭大礼堂开幕。作为大会秘书长，任

弼时主持开幕式，并发表了精彩演说。他

动情地讲道：“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

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

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

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

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

为大会奠定了团结、胜利的主基调。

6 月 19 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推选毛

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

中央书记处书记，时年 41 岁的任弼时正

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成员。

不遗余力坚持和发展
党的七大路线，协助毛泽东
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和平
的新中国

七大后，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任弼

时兢兢业业、笃行不怠，协助毛泽东指挥

了全国战场，带领中央纵队转战陕北，参

与党中央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与组织实

施，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

史贡献。

1947 年 3 月，国民党军以 25 万兵力

分两路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面对

敌人的优势兵力，中央决定刘少奇、朱

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

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

作。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央机

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

解放战争。中央领导的分工决定后，任弼

时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宣布将留在陕北的

人员编入中央纵队，并出任中央纵队司令

员。分别前，刘少奇和朱德反复叮嘱：

“你们的任务很重大，很艰巨，一定要想

尽办法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不能出一点差

错！”转战陕北期间，任弼时时刻不忘刘

少奇和朱德的嘱托，除了同毛泽东、周恩

来一起研究部署我军的战略行动，还直接

负责中央机关的居住、物资保障以及对敌

侦察等工作，出色完成了保障领袖绝对安

全的重任。

任弼时还十分关注队伍的思想情况。

一些同志对中央放弃延安的决定不理解，

任弼时对大家解释道：“我们主动放弃延

安，有些同志可能想不通，告诉同志们，

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我们今天

放弃延安，意味着将来要解放南京、上

海，解放全中国。”通过开展深入细致的

思想政治工作，任弼时帮大家解开了思想

疙瘩，有效提升了队伍的信心和斗志，为

粉碎敌人进攻、胜利转战陕北提供了有力

的思想保障。

土改问题关系到解放战争全局。在掀

起土地改革运动高潮的同时，一些地方的

土改工作也出现了“左”倾错误。任弼时

是最早发现问题的中央领导之一。为进一

步了解相关情况，他一方面大量阅读各地

转发来的土改情况汇报，另一方面深入乡

村，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询问群众对土

改的意见，掌握了许多一手材料。1948

年 1 月，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

议上作了题为 《关于土地改革几个问题》

的长篇报告。这篇由任弼时起草、毛泽东

修改审定的报告，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深

入浅出地介绍了关于土改的新策略和新方

针，使“左”的错误得到及时纠正。在毛

泽东、任弼时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各解放

区土改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前进，党的七大

路线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坚持和发展，为解

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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